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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适当保护和保障的情况下对人们实

施强制征地拆迁，在中国已成为常见现象，

这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人权。在许

多案件中，征地拆迁突然发生，并伴随暴

力，有时导致死亡。在征地拆迁前，包括

殴打与绑架在内的持续威胁和骚扰活动经

常发生，在至少一起个案中还发生了活埋

事件。遭到征地拆迁的人经常几乎或完全 

没有得到赔偿，也没有得到适当的替代 

住房。

在一些案件中，居民成为地方当局和私营开

发商秘密土地协议的受害者，他们被赶出家

园，并被要求为任何提供给他们的替代住

房付费。

北京朝阳区小红门乡村民的遭遇已经屡见

不鲜。2011 年 1 月 13 日，一些没有牌照

和标记的车辆突然驶进该乡一条村中。目

击者说，至少 100 名男子来到袭击该已被

安排拆迁的地区。他们没有表明自己的身

份，但目击者称其中包括当地警察和负责

执行城市行政法规的协警机关城管人员。

这些男子将人们从房屋中拖出，然后铲平了

残存的村庄。

约一万户居民在 2006 年接到通知，国家

将征用土地来修建“绿化隔离地区”，但居

民后来发现，乡政府官员和村委会成员串

通，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在 2005 年签署了 

 一项秘密协议，将土地用于城市开发。几个 

月后，每户家庭收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

概述了获取新房的程序。他们最终被告知

这些住房将位于离北京市中心 4 至 5 公里

外的地方，远离学校、医院诊所和可靠的

公交系统。他们没有得到国际法规定的足够

事先通知和任何协商。

许多居民拒绝签署拆迁协议，并因此遭到

骚扰。他们被没有标记的汽车跟踪，受到

警察拘留，住房被人闯入。居民尝试谈判

协商，但都徒劳无功。大多数村民放弃了 

抗争并接受搬迁，只有吴丽红仍在坚持。

2012 年 1 月，吴丽红的住房是村庄中唯一 

残存的房屋。她和 14 岁的儿子、丈夫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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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的尊严 
战斗到底。”
自北京小红门乡的居民于 2011 年 1 月遭到强制暴力拆迁后， 

吴丽红的家是最后仅余尚未拆除的房屋。



住在喧闹的工地范围内。当局继续骚扰她，

有时整夜用探照灯照在她家，“我晚上睡不

着觉，我觉得受到威胁，”她说。“我的儿子

不能休息，这已经影响到他的学习。”

吴丽红继续对拆迁进行抗争，“因为这 

不公平......我为我的尊严战斗到底。”最终，

她因为担心家人安全而于 2012 年 2 月放弃。

许多人在失去家园后发现，他们的处境与

小红门乡以前的居民相似，他们被迫住在

劣质房屋中，无论工作、上学、医疗保健、

服务和公共交通方面都备受限制。

在农村方面，由于缺乏全面的社会福利保

障体系，农民在征地拆迁后尤其易遭受

严重经济困难，失地农民经常陷入贫困。 

在无法依靠司法救助的情况下，一些人采

取极端抗议形式，通过自焚来争取其他人

聆听他们的申诉。

国际特赦组织搜集研究资料以撰写报告 

《坚守家园：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暴力征

地拆迁》（ASA 17/001/2012），两年间在全

中国各地和国际间访问了无数律师、住房权

活动人士与学者，详细调查了 40 起发生于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的强制征地 

拆迁案例，当中往往涉及不止一户家庭。

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围绕中国强制征地拆迁

问题的发生详情，以及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导致暴力的因素；我们还致力确认政府及

其代理人在征地拆迁时违反国际标准的行

为模式。下文是上述报告及其建议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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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3 月，重庆“小吃街”上一户人家

两年来坚持拒绝因新建六层购物中心而搬迁。 

开发商切断了他们的水电供应，并在房屋周围

挖掘了一个 10 米深的大坑。该家庭三代拥有

该房屋。户主闯入工地，重新占住该房，并在

房顶升起国旗。他们最终在 2007 年与开发商

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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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征地拆迁问题是中国民怨的最重要

来源，对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其起源追溯至引发 1949 年中国共产主义革

命前的年月，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毛泽东领

导下，通过耕者有其田和大规模动员政策，

旨在打破农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和社会控制，

从而确立共产党在农村的合法性。

共产党将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过

程中经常带有暴力成分。至 1950 年代末，

共产党在土地集体化后将所有农村土地都

置于农业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在毛泽东于 1976 年去世后不久，邓小平实

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通过促进市

场改革和基本法律框架的建立，以刺激中

国的经济发展。

市场复兴和法律权利概念被重新引入，对

中国的土地和住房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2 年通过的宪法首次宣布国家拥有一切

城市土地，而农村和郊区土地属于“集体”

所有。“集体”一词没有被界定，这种含糊

性正是目前农村征地危机中的关键冲突来源。

 一般来说，“集体”是指由村委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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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在 2008 年奥

运会前进行美化工作，数千名世代住在广场附

近的北京居民被搬迁到郊区。

背 景



然而，当局在 1982 年后不久赋予特许权，

即人们可以保留土地使用权，这意味着他

们并不拥有土地，但可以在一段确定的时

期内使用土地，这时至今日仍然适用。

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使私人房地产市场冒起。

在 1990 年代，国营企业开始将其职工的住

房私有化，以补贴价格将房屋出售给租户，

房地产活动开始火爆进行。由于中国城市

住房长期短缺，房地产价格因而飙升。

开发商经常通过修建道路或其他市政项目

作为交换，游说地方官员将土地使用权以

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他们。因为目前的政

治体系对发展的奖励几乎凌驾于其他一切，

官员通常予以合作，过程中经常伴随着贿

赂和回扣。

中国的学术研究显示，在 1991 至 2003 年

期间，仅在北京就有 50 多万户家庭

遭到强制拆迁。在农村，地方当局在

1990 至 2010 年期间征占了 1,650多 万英

亩的土地。赔偿款额远远低于国家规定。

强制征地拆迁问题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

夕成为国际焦点。在北京筹备奥运会期间，

中国和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记录了数百起强

制征地拆迁案例。虽然许多人认为奥运会

前的国际关注将遏止侵害行为，但随着政

府的大规模刺激经济开支计划出台，侵害

行为实际上反而加剧。

	 索引号: ASA 17/017/2012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 10 月

5

在 1990 年代，国营企业开始

将其职工的住房私有化，以补

贴价格将房屋出售给租户，房地

产活动开始火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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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奥运会以来，全国遭到强制征地拆

迁的人数没有可靠的估计，但该数字毫

无疑问正在上升。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Landesa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自 1990 年代末

以来，仅在中国农村就有 43.1% 的村庄土

地被征占，而自 2007 年起，每年的征地案

件数量在稳步上升。

强制征地拆迁的速度在加快，部分是因为

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日益交织

在一起。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提拔那些以任

何手段实现经济增长的官员，而诸如新建

道路、工厂、居民区这一类土地开发项目

则被视为取得可见成果的最直接途径。

地方官员还有经济动机来为开发腾地。 

有别于其他收入，出售土地的收益全数落入

地方政府的口袋。在 90 年代中期实行税制

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一直苦于结构性预算

赤字，而出售土地租约的收入则构成他们 

最大的财政来源。面对全球经济衰退， 

中国的反应使问题恶化，地方政府从国有 

银行获得巨额贷款，来为刺激经济的项目 

出资，并依靠卖地收入来支付利息。在

2009 年，政府出售土地的收入升幅超过

40%，几乎是中国所有地方预算收入的 

 一半。在中国四个最大城市，2010 年的卖

地收入比 2009 年增长了 70%。

如果将居民从被求购的土地上驱逐，官员

和开发商都会获利，这就造成了许多侵害

6

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 号四合院的废墟， 

这里是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1931

至 1937 年的故居。该房屋曾受文物法的保护，

但承包商在 2012 年 1 月对其进行“维修性 

拆除”，这引起公愤。

目前的强制征地拆迁情况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 10 月	 索引号: ASA 17/017/2012

6



	 索引号: ASA 17/017/2012	 国际特赦组织 2012 年 10 月

©
 D

ub
in

©
 B

ox
un

©
 B

ox
un

机会。在一些案例中，市政府机构经营自

己的开发公司，尽量在最多的阶段受益，

这造成利益冲突，并为发生进一步侵害行

为奠下基础。

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地方官员几乎可以在有限

的公众问责制度下不受任何约束，官员接

受开发商贿赂这种腐败形式，受到国家媒

体和其他方面的广泛记录。面临征地拆迁

的人没有得到中国法律的有力保护，他们

在维护自己权利时面临严峻挑战。

图片由上至下：2012 年 7 月 4 日北京市南部

石榴庄村被拆迁的情况。黎明时分，推土机及

受雇的保安人员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袭击

村庄，并于数小时内将村庄夷平。

“如果拆迁之后没有了任何保障，

如果拆迁之后没有了任何依靠，

如果拆迁之后没有了任何善后

措施，那么，不愿意不同意不

赞成拆迁就是自然而然的。迄

今为止，我和村民们没有见到

所谓的开发商，我和村民们没

有见到所谓的开发商的资质。”

王进文致潍坊市市长的公开信。此前在未经警告

的情况下，他的父母于山东潍坊市北三里村的住

房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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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规定，有关当局在强制征地拆迁前

必须进行协商和通知，而根据本报告所搜

集的信息所得，以上规定经常没有被落实。 

律师、活动人士和受害者告诉国际特赦 

组织，居民一般只在预定拆迁日期几周 

或几天前，被口头告知，或从突然出现

在小区墙上的告示上，得知他们即将受到 

拆迁，有时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收到任何正

式通知。

国际特赦组织得知，地方当局经常忽视召

开公开听证会。居民和其律师说，召开的

极少数听证会通常只是做戏。地方官员有

时告诉居民他们将被拆迁，然后拒绝听取

反对意见或替代性提议，又或他们在会议上

坚守家园
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暴力征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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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国广东省乌坎村成为国际头条

新闻。那里的村民称当地政府又试图秘密

将他们的耕地卖给开发商，并就总体的腐败 

情况进行了数月的抗议。在媒体采访中， 

村民说当地的共产党官员没有就卖地事宜

与他们协商，他们在施工后才得知情况。

居民称，当地官员窃取他们的土地近 40 年，

他们已忍无可忍。9 月，村民举行示威， 

并冲入政府办公楼。

12 月，一千名警察来到乌坎，并逮捕了

5 名据称组织了 9 月抗议活动的人士，被

捕者中包括 43 岁的薛锦波，他在被警方关

押的第三天死亡。薛锦波的家人和村民告

诉记者，他似乎曾遭受酷刑，因为其脸上

留有瘀青和割伤痕迹。

在薛锦波死亡后，愤怒的村民将党领导赶

出了村镇。为平息骚乱，省政府介入事件，

承诺乌坎可以举行新的村委会选举。3 月，

村民选出了两名新的领导，两人都曾协助

领导土地抗议活动。中国许多人都庆祝这

场选举胜利，称其标志着用和平方式解决

对抗，可以作为一种中国的民主模式。

尽管如此，薛锦波之死没有得到独立的 

调查，村民也没有收回任何土地。

没有协商或适当通知

“解决土地问题，只用协商、谈判和打官司的方式无实质意义。

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

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

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

2012 年 3 月 19 日财新网报道林祖銮新当选广东省乌坎村村委会主任说的话。

广东省乌坎村



保证将居民重新安置，但后来则要求居民为

新居付款，上述采访者的陈述得到中国和

国际媒体的证实。

根据监察会员国就《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政府只能在施行 

 一系列程序性保护后才可实施征地拆迁，

这些保护包括：

	居民得到真正协商的机会，这包括讨论

关于征地拆迁的可行替代方案；

	居民得到适当和合理的通知；

	居民在合理时间内获提供关于预计征地

拆迁的信息，在适当情况下包括土地和房屋

未来的用途；

	政府官员或其代表在征地拆迁时在场；

	实施征地拆迁的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

	除非得到受影响者的同意，否则当局

不应在夜间或特别恶劣的天气下进行征地 

拆迁；

	居民获提供适当的替代住房；

	居民获提供法律补救；

	在可能的情况下，当局应向那些有需求

者提供法律援助，使他们能通过法院得到 

补救。

政府必须保护人们免遭私人行为体的强制

征地拆迁，并免遭暴力或骚扰行为；执法

人员只有在必要和适度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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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月 26 日，住房权活动人士金月花、

毛恒凤和沈佩兰身处中国北京，她们手持“冤”、 

“殃国殃民”、“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从左到

右）的标语。

“过去一个月中，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和 

四个市级的保安监视我的房子。我不能

出去买吃的或见朋友。”

2012 年金月花因为其维护住房权的工作而遭到中国当局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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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的受访者说，在宣布征地拆迁

后，地方官员和开发商通常一同开始劝说

居民签署协议，要求居民同意交出房地产并

接受赔偿或重新安置提议，许多居民迅速

签署协议并搬迁。

那些抵抗者则受到一系列高压手段对待，

当局通常切断水、电和供暖等服务供应来

将居民赶出家门，使拆迁方有足够时间派出

推土机。反对这些措施的公务员面临报复，

包括被开除公职。

当局有时还以家庭成员为目标，利用血亲

坚守家园
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暴力征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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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转身时，他们已经把她埋了。”

2010 年 3 月 3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70 岁
的妇女王翠云试图阻止一队为数约  20 名 

工人，由开发商雇用并手持武器的拆迁队

拆毁她的房屋。王翠云的家人说，她是被

推下或自己跌入沟中，然后被工人用于拆

房的一辆挖掘机用土掩埋。“当我们转身时，

他们已经把她埋了，”她的儿媳黄红霞说。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才把她扒出来。”

王翠云已经与开发商达成了赔偿协议，当

时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拆迁工人拒

绝等待，并开始推倒她的房屋，从而引发

冲突。目击者说现场的两名警察没有进行

干预。

“两个警察在帮那些流氓，”黄红霞说。 

“直到我婆婆出了人命，他们才拔了一手。

他们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急救，但一个人在

土地被埋了半个小时还能活吗？她没能活

下来。”

警察拘留了一名监工和挖掘机的司机，但

当地政府宣布死亡事件为意外事故，家人

说当局没有采取进一步调查。

“当时我们在家，一批流氓来了。他们开了一辆好像是挖土机的车， 

开始在我们的房子前挖了一道 3 米的沟。我们叫他们停下， 

但他们都不听，我们就报警……警察反而将我们拉在一边， 

叫我们不动。那些流氓继续这样做，他们有武器。”

湖北省武汉市的黄红霞说。她的婆婆于 2010 年在事件中被活埋致死。

压力和骚扰王翠云



关系来迫使遭受征地拆迁者合作，例如， 

2011 年 1 月，江苏省一乡镇的一名校长将

数名教师停职，因为他们未能说服亲属签

署拆迁协议。一些人被告知，如果他们能

说服拆迁地区的其他亲属搬家，他们就会

得到更多的赔偿。

最终，通常只有少数居民坚持下去。

在数量惊人的案件中，居民被施压使其交

出房地产的活动升级为暴力行为。在我们

详细研究的 40 起强制征地拆迁案例中，

有 9 起因抵抗或抗议而导致被征地拆迁者

死亡的事件，其中1人被挖掘机活埋，另

总共有 6 名男子和 3 名妇女死亡，当局后

来判定只有其中两起死亡事件属故意杀人 

案件。

除了这些悲剧性的死亡事件，还有很多被

征地拆迁者因为拒绝签署征地拆迁协议，

或因抗议被征地拆迁，而受到殴打，有些

遭拘留或绑架。在许多案件中，警察、城

管或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等国家代表实施暴

力；在其他案件中，地方当局被控与开发商

合谋，派遣暴徒挥舞钢棍、木棒或刀，来

恐吓和粗暴对待居民。一些被征地拆迁者、

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告诉国际特赦组织，

警察经常拒绝回应求助呼唤，或者迟来， 

或者对暴力行为袖手旁观。当局往往没有

调查这些罪行，犯罪者通常仅在案件广泛引

起社会公愤后才受到处罚。

2011 年 6 月 15 日，四川省文昌镇的警察

扣押了一名 20 个月大的男婴，他们拒绝 

将他还给他的母亲徐华，除非她签署拆迁 

协议。徐华和其他几名居民抵抗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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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54 岁的顾文珠在北京长安街手

持其父母遗像。她 79 岁的母亲和 80 岁的父亲

被强制拆迁时遭拆迁工人殴打，随后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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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打、绑架和活埋



他们在地方当局切断对他们的供电后， 

与其发生冲突而被拘留。

2011 年 5 月 17 日，江西省河下镇平川村

的居民到政府大楼申诉耕地被征占的情况，

该镇官员召来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计生人

员殴打了村民张菊兰，然后强行对其实施

输卵管结扎手术，从而将她强行绝育，这

构成了酷刑，官员后来试图强迫她签署拆

迁协议和同意手术的声明。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任何人或机关合法

使用任何武力都必须尊重必要性和适度性

的原则，征地拆迁尤其不应以侵犯受影

响者尊严和生命权与安全权的形式进行。 

国际指导方针要求，国家确保没有人遭受

直接或不加区分的袭击或其他暴力行为， 

妇女和儿童尤其应受保护。另外，国家 

还必须确保妇女不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遭受

基于性别的歧视，而且儿童的人权受到 

保护。

实现正义的障碍
根据中国的法规，房地产所有者有权通

过行政程序，包括法庭诉讼，来挑战征地 

拆迁和赔偿决定。那些面临征地拆迁的人

还可以同时向政府申诉，或以此代替诉讼。

其他人则选择较不正规的挑战方式，例如

公开抗议或向个别官员施压。

坚守家园
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暴力征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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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继续侵害其他公民，制造更多的破裂家庭和贫困， 

把人们赶到城外，把他们的土地给最有钱的商人，那么我们少

数人生活得好并闭上嘴巴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求的不是解决

个人问题，而是公义。”

住房权倡议者毛恒凤

2011 年 1 月，一群人聚集起来以示对王识博

案的关切。王识博挑战对其北京住房的拆迁

令。“围观”现象是指一群人装作观察一个场

面，但他们实际上是聚集起来表示关切。住房

权活动人士和居民说，他们用“围观”来聚集

证人，以阻止拆迁时发生暴力行为。



但一些活动人士、律师和被征地拆迁者

告诉国际特赦组织，那些希望挑战征地

拆迁或在发生非法征地拆迁后寻求补救

的人，实际上几乎无望获得正义。地方党

委事实上控制着司法机关和审理征地拆迁 

纠纷的机构，使人们难以得到有效补救。

法院经常拒绝受理关于征地拆迁的上诉，

而尝试向更高层政府机构申诉的人几乎 

总是失败。即使申诉人取得正面判决， 

法院也很不愿意授予任何赔偿或其他 

补救。

被征地拆迁者也遭受干扰，未能寻求适当

法律建议和代理，因而被剥夺获得有效补

救的权利。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经常面

临骚扰、丧失执业证、遭受监禁和暴力，

导致一些人不愿受理强制征地拆迁案件。

和平抗争遭镇压
中国针对征地拆迁的抗议几乎总是限于某 

 一村庄或受影响的居民区。当局迅速镇压

抗议，使具有相似不平遭遇的群体几乎不

可能在全国，甚至不可能在同一城市联合起

来行使自己的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权利。

 一些活动人士努力与全国的同行结成网络，

或联系全市的强制拆迁受害者，团结一致。

但即使是结成分享信息的网络也是危险的，

更不要说动员抗议人士。中国不存在任何

受到官方承认处理住房权的非政府组织， 

 一名活动人士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即使只

是派遣志愿者到面临征地拆迁的社区分享

信息和法律建议，都必须在不引起当局注

意的情况下进行。

发起公开抗议应对强制征地拆迁的人，经常 

被监禁或劳教。强制拆迁受害者李红卫 

因为在 2011 年初两次在一个广场进行抗议

演讲，被山东省当局处以劳教 21 个月。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由公民和活动人士来组织， 

我们的组织很松散，但我们的行动方式足以 

使当局胆寒。”

 一名住房权活动人士于 2011 年 9 月对国际特赦组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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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 

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抗议]。”

温家宝在 2012 年 2 月说

 一些人由于试图行使和平抗议权利，而被

拒寻求法律救济，遭到骚扰或拘留。当局

却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发展的情况下，不

管他们的意见，并把他们排挤在外，这使

得一些人越来越转而采取一种极端的抗议

形式 — 自焚。

根据中英文新闻来源，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 

41 起发生于 2009 至 2011 年末关于强制征

地拆迁的自焚案件，而于 1998 至 2009 年， 

我们寻获的同类案件不到 10 起。自焚的 

41 人中有 28 名男子和 10 名妇女，我们

无法确认其余3人的性别，当中8名自焚者 

死亡。

总理温家宝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已公开承认

强制征地拆迁存在问题。中央政府在 2011
年 1 月颁布法规，禁止在城市拆迁中使用

暴力，并为面临拆迁的城市房屋所有者提

供新的保护，包括赋予其有权在公众听证

会上表达关注，进行司法上诉，并按市场

价格得到足够的赔偿。

但中国其他官员试图尽量淡化问题的严重

性，并把征地拆迁中的侵害行为称作现代

化的必要代价。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律师指

出新的城市房屋征收法规仍有不足，其中 

 一个明显缺陷是，法规只涵盖所有者，而不

包括承租者。此外，政府也没有为农村和

郊区的居民提供类似的保护。

坚守家园
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暴力征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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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13 日，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子

戴着头盔、手持钢棍，要将唐福珍和她的

家人搬出当地政府所称的非法建筑。当局

违反了国际法律，通知唐福珍一家自己拆

除房屋，这样政府可以强行征地并修建一

条高速公路，但唐福珍一家予以拒绝。

当天早上，那些男子来到后就开始殴打唐

福珍家人。47 岁的唐福珍及其亲属进行反

击，投掷石块和装满汽油的瓶子。最后，

唐福珍爬到屋顶，将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火

自焚，她在 16 天后死于烧伤。中国政府完

全未能保护唐福珍和成千上万其他人免遭

强制征地拆迁，这起案件引起了批评人士

的强烈反响，许多人仍继续前往造访她自

焚的地点。

唐福珍 自焚 — 最后的极端手段 结 论



在赔偿方面，城市居民的处境比生活在农

村的人要好一点。除了极为例外的情况，

农村和郊区属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用于农业

用途，但当该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时，其用

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结果，土地价值可

能飙升，尤其位于扩张中城市周围的迅速

城市化地区，但有关方面提出的土地赔偿

却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面对周边急速的

城市化进程，在几乎或完全没有得到任何

赔偿的情况下，农民经常因房价过高而被

迫离开其生活了一辈子的社区。

根据国际法，政府只有在考虑过所有其他

可行方案后，才可将征地拆迁作为最后手段

使用。制定这些法律准则是因为人们认识

到，征地拆迁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不仅限于 

 人们的适当住房权，而且还殃及人们工作、

健康、教育和获取水与卫生等服务方面的

权利。根据国际法及国际标准规定，在没

有提供适当法律或其他保护的情况下，驱

使人们搬出住房或土地的做法，构成严重

的人权侵犯，特别是适当住房权方面。

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

其他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中国必须尊

重并保护适当住房权及相关保障，这包括

住房和家庭方面，因此，中国必须禁止并终

结强制征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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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誓死保卫我们的家园。”

王识博在 2012 年 3 月说。

2011 年 3 月，27 岁的王识博站在两张大标 

语前 — 这是她写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其他

人的遗书。在当局试图对她进行强制拆迁时，

王识博和她的家人将汽油浇到自己身上，并威

胁自焚。她张贴了遗书，并在她的店里放置了

棺材，以示抗议。
©

 D
ub

in



16

建 议

致中国政府:

	立即停止所有强制征地拆迁，以法律

明确禁止这种做法，并确保按照国际法落

实足够的保障和保护措施，当中包括确保

执行 2011 年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和补偿条例》。

	制定并颁布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确保

全体人民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房地产使用权

保障，并至少足以保护他们免遭强制征地

拆迁和其他威胁与骚扰；

	确保没有人因征地拆迁而变得无家可归， 

而且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替代住房； 

	确保所有征地拆迁受害者就自己的申

诉得到独立和公正的审理，并可寻求有效

的补救； 

	处罚和起诉所有侵犯居民权利的国家

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使用暴力的人；

	在落实上述关键的改革之前，立即暂

停一切大规模征地拆迁活动。

16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场全球运动，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300 多万支持者、 

成员和活动人士参与，致力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准则上

列载的所有权利。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我们的资金主

要来源是成员会费和公众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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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2007 年 4 月，河南省省会郑州市一名被执

法人员包围的妇女坐在推土机里，试图阻止她

的房屋被拆。

封面: 2012 年 3 月，在中国南部广东省广州市杨

箕村，一名妇女试图保护自己的住楼免遭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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